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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关注农地确权

政策的政治效应。基于 3 期农地确权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广义 DID 模型评估农地确权对农

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

别提升 0.142 个单位和 0.215 个单位。上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

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

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

析显示：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但会显著提升农户的

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认为，农地确权除产生经济影响外，也是政府投资农户政治信任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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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治”的必要条件。大量证据表明，政治信任可以转化为可取的社会经济结果[1‐3]，关乎国

家政权的稳定。鉴于此，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已有研究积累分化为两类文献：一

类文献强调了文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另一类文献强调了国家公共政策措施的激励影响[4]。中国的

公共政策通过“中央政府制定−基层政府落实执行”的方式贯彻实施。因此，有研究关注到农户对不

同层级政府政治信任的结构性差异，指出中国农户更信任“抽象”的政府，呈现出与外国“同心圆”模

式截然不同的“央强地弱”等级模式[5]。在研究公共政策对农户政治信任影响的文献中，学者们关注

到农村低保[6]、精准扶贫[7]，以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政策的影响[8]。但是，上述研究仅探究了公

共政策“是否”影响农户政治信任，忽视了政策实际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央”“地”不同层级政府间分

工、实施程序规范性等问题造成的异质性影响[9]。因此，这些研究无法为公共政策对农户不同层级政

治信任产生的影响提供清晰、有效的经验证据和启示。

在面向农村的众多公共政策中，中国政府自 2009年起，耗时十余年推进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以下简称“农地确权”），不仅拥有明确的实施目标，而且制定了规范的执行程序，

为学界在现实背景下观察分析公共政策对农户不同层级政治信任影响、梳理影响机理提供了宝贵机

会。更为关键的是，自农地确权实施以来，尽管大量主流文献关注了农地确权在农地流转[10]、农业劳

动力转移[11]及农地投资等方面的经济影响效应[12]，但农地权利的外生变化如何影响政治信任，并未得

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目前仅查阅到一篇文献，以农地确权为例，基于截面调查数据，将政治信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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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理变量分析农户响应公共政策的逻辑[13]。由于侧重点不同，该文并未正面回答农地确权对农户

政治信任影响的问题。而且，该文利用横截面数据评估政策的影响效应，难以剔除时间趋势和个体

特质等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易导致政策的因果效应评估出现偏误。此外，学界对于农地确权改革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一直存在争议。产权经济学派周其仁等提出，完整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市场有效资源

配置的前提条件[14]。与之不同的是，以贺雪峰等为代表的社会学者则认为，农地确权几乎没有什么实

际意义，应当慎行[15]。上述争鸣的理论观点，使得研究农地确权究竟如何影响政治信任的研究议题，

更具现实价值和学术意义。

鉴于此，本文将农地确权与政治信任联系起来，回答以下问题：农地确权是否影响农户的政治信

任水平？其作用机制是什么？对中央政治信任和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进一步地，农

地确权执行程序的规范程度，对确权政策的政治信任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包括以下两点：第一，理论上，将农地确权的经济影响效应研究，拓展到政治效应问题的研究

视野，以期为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国家重大命题做出些许贡献。第二，数据和方法使用上的推

进展。因缺乏全国性的农地确权跟踪调查公开数据库，本文利用2017−2019年广东省阳山县基于准

实验方法获取的农地确权追踪数据，采用广义DID模型进行分析，加之课题组的专题调查数据在问

卷设计中，通过构造更为准确且满足研究要求的问题项来测度核心变量以及关键控制变量，有利于

减少测量误差及遗漏变量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而能支持更“干净”的因果识别。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地者，民之本也”。从农村内部看，农地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被誉为农户的命根子[16]。这意

味着农地产权安排是涉及农户利益分配最为敏感的领域，关乎农户生计。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国

家推动稳定地权以及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农地制度改革，但是由于基层管理体制不完善[17]、集体

农地产权模糊等原因[18]，国家稳定农户地权的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关于以往国家实施地权政策

失败的原因可归纳如下：第一，农地承包合同和承包经营权证书实际发放比例较低，发放不到位的情

形普遍存在，导致农地产权模糊，界限不清[10]。第二，颁发的承包经营权证书仅简单对农地所有权和

承包经营权予以确认，并未在物权和空间属性上对承包地给予法律上明确的产权界定，只赋予农户

对农地的部分转让权[12]。第三，政策未被完全执行，使得以行政性手段主导的农地调整在农地资源分

配中反而起着主导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地块不实、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等问题[19]。上述问题与农户

在农地调整、征用、收益分配等过程中的负面经历叠加，导致因农地引发的冲突和纠纷急剧增多[20]，促

使农户对国家地权稳定政策存疑，稳定性预期不足。由《中国农村经营统计管理年报》可知①，2006−
2012年全国年均农地承包纠纷达 195427件，年均增速达 2.4%；2009−2012年全国年均农地流转纠

纷达 67654件，年均增速达 2.9%②。上述研究和数据事实表明，农户的地权既未受到切实保护，也未

得到清晰界定。也就是说，以往的农地政策未发挥预期的制度绩效。

制度理论认为，公共政策的制度绩效是农户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6‐8]。政府和农户间存在着“委

托−代理”关系，农户委托政府行使组织管理权力，同时期望获得相应权利和利益。而制度可以减少

外部影响，降低政府和农户间的交换成本[21]，政治信任正是这种契约关系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即政

治信任是农户认知的政策实施结果与自身期望之间一致性程度的表现。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而言，农

户基于自我利益来形成对政府的态度，因此只对那些提供了有利于自我利益的政治机构表达信任[22]。

这意味着农户认知的公共政策绩效是其对政府信任与否的决定因素。换言之，政治信任源于农户对

政策制度绩效的理性评估[23]。此外，绩效期望理论表明，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若符合农户对其治理绩

效的期望值，有助于缩小农户心理预期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差距，使农户选择信任政府[24]。延续上述理

论逻辑，只有当新一轮农地确权能够提升产权强度，强化地权稳定性、明晰性和排他性，促使农户地

①    2006年之前的《中国农村经营统计管理年报》数据暂未获得。

②    2006―2008年《中国农村经营统计管理年报》未公布农地流转纠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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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时，才可能提升其政治信任水平。相较之前几轮产权政策，始于 2009年的新一

轮农地确权主要特点如下：

第一，政策推行更加彻底。本轮确权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力推动[25]，相较村集体或农户自发实施的

确权，这种推行方式能够有效保障政策的充分实施，有效避免出现政策无法落地或不了了之的问题。

第二，地块权属界定更加清晰。本轮确权要求全面落实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四到户”，借助无

人机、北斗卫星等高精度技术清晰界定农户的地权边界[25]。规定农地确权必须经历收集资料、制作底

图；外业调查、内业处理；张榜公示、签印确认、审核颁证等程序。这些实测技术和程序规范，有效避

免了地块不实、四至不清、面积不准等问题。第三，地权权属保护更有法制保障。本轮确权建立了完

备的信息登记管理和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制度[26]。由县（区、市）农村农地承包管理部门将产权信息

记载于登记簿后，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加盖县级人民政府印章

后颁发到农户。这对村集体形成了有效约束，不允许其推倒重来、打乱重分，更不准许借机调整或收

回农户承包地①，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农户的地权。

上述特征表明，本轮农地确权从法定赋权角度通过颁发具有正式法律表达的承包经营权证书，

以及从事实赋权角度通过外业测绘和内业制图等高精度技术清晰界定地权边界，使农户获得稳定、

明晰的地权，提高地权排他性。这些作用使农地确权可能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和提升盘活

农地产权收益的途径发挥政策效果，向农户提供坚实的地权权益保障：

第一，农地确权有利于降低地权权益保护成本。颁发地权证书是各国政府实现产权改革的常规

途径[27]。本轮确权借助于确权登记颁证，农户的地权通过文字表述明确界定，将分散的信息纳入政府

的标准化制度体系，其背后蕴藏的制度逻辑是：地权证书不仅能够提供详实的产权信息，且由于颁证

方是国家政府，意味着地权受到正规法律制度强有力的保障。这被普遍认为是农户证明自己地权归

属的铁证，不仅有利于其地权安全水平的提高[28]，还能够提升农户对地权的信心和安全感知[10]。此

外，在实测基础上厘清承包地“四至”，这有效避免了以往确权过程中，村集体自发组织测绘导致结果

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误差的现象[25]。便于各方辨认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降低不确定性[29]，使得农户

间能够更加准确地识别地权权属，大大降低相互侵犯、篡改地界的可能性。此外，也能有效防止地权

被村集体或地方政府干预、侵犯农户地权权益的概率[30]，规避政治权力参与而存在的不确定性[31]，尤

其是村集体以行政性手段主导的地权资源分配，从而显著增强农户地权的排他性[32]。总之，本轮确权

为农户以法定产权证书为载体建立起了地权权利“划界、对抗和保障”的规则体系，能有效地降低地

权权益的保护成本。

第二，农地确权能够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在强化农户地权的基础上，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

还表现为农户盘活地权能力的提升，促使地权收益及其经济价值得到有效释放。一方面，地权稳定、

明晰和排他性提升，对于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农户而言，有助于避免产权模糊引发的负外部性、公共

域和租值耗散等问题[33]，有效遏制农业生产中的矛盾问题，提升农户农地投资激励，稳定农业投资预

期，从而有效激活农地的生产要素价值，提升农地地权投资收益。相应地，当地权模糊时，农户间地

权矛盾纠纷的潜在风险较高[25]，尤其是相邻农户间的，由此影响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降低农业生产效

率和收益[34]。另一方面，借助本轮确权颁证，农户地权通过文字表述而明确界定，便于农户掌握、管理

和控制资产，并与其他资产建立起联系，在市场中运转，扩大流转交易的范围[35]，而不是局限于其亲属

的想象力范围内。一直以来，学界认为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地权不稳定，导致

农户离地离农后，失地风险增大。因此，尽管农户拥有非农比较优势，存在较高的非农就业收益，但

他们也可能会为避免农地价值的流失而被迫锁定于农业生产中，进行保护性生产[36]。即使流转农地，

为保障地权安全，也仅仅局限于流转给亲友邻居。因此，当地权稳定、明晰及其排他性增强，就能赋

予产权主体最大限度地在产权约束范围内配置资源以获取最大收益，促进资源向资本转化，推动农

①    参见农业农村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务院法制办、国家档案局印发《关于认真做好农村农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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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交易，扩大农地流转的交易半径、范围和规模，由此盘活原本“僵化”的农地资本[37]，释放农地的

财产性功能，为交易主体带来更高的财产性收入。

综上所述，农地确权将从产权强度、产权实施能力两方面形成“赋权强能”的政策效果[38]，从而降

低农户产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的收益，促使农户认知的地权政策实施结果与其自

身期望收益更为一致，由此提升农户的政治信任水平。但是，由于农地确权从制定到实施需要各级

政府参与，且影响农户各层级政府政治信任的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而言，农户对中央政府的信

任主要受政策、制度、文化等抽象因素的影响[39]；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则源于政府代理人的实际表现[39]。

因此，需要划分政府层级来讨论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

在中央政府层面，由于农户对中央政府的执政动机、能力和决心往往都寄以厚望，这会产生“晕

轮效应”[40]，使农户对中央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给予“同情式”的理解和包容。因此，实施惠农型公共

政策往往更容易提高农户对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在基层政府层面，农地确权实施过程中，基层政

府及基层干部作为政策最终的实施主体，需要与农户进行频繁的接触。这使得农户和基层政府的沟

通更加便捷、信息交换更加对称，农户对基层政府的关注度将进一步提升。“接触理论”认为，这种“亲

力亲为”的互动接触以及农地确权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可能会引导农户原有负面观点的正向转

化，促使农户认可政府代理人的职能表现，从而提升农户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由此，提出如下

假说：

H1：农地确权能提高农户对中央政府和村组织的政治信任。

H2：农地确权对农户村组织政治信任的提升效果更好。

H3：农地确权主要是通过强化产权权益保障，即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

益的途径，提升农户政治信任。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在 2017−2019年对广东省阳山县“村庄−农户”的农地确权追踪调查。

该数据库具备如下特点：（1）调查区域的典型性。阳山县是“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在农

地确权推广上具有一定的示范性，是观察确权政策的“好窗口”。（2）追踪数据的可获得性和针对

性。课题组针对农地确权进行的专题调查，有利于设计详细的针对性问项。此外，连续 3年追踪调

查形成的面板数据，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实证模型中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干扰。据了

解，已有使用中国劳动力追踪调查（CLDS）、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

查（CHARLS）等 3 个公开数据库进行农地确权的研究，都是以农户“二轮承包土地证书”持有情况

等信息，作为农地确权变量。采用这种衡量方式，可能出现农户混淆二轮承包与新一轮农地确权

的差异，导致核心解释变量测度出现误差，而且 3 个数据库都没有涉及农户政治信任的题项，不能

满足本研究需要。

本研究的调查抽样一共经过 3轮，过程如下：首先，从阳山县 12个镇共 149个行政村中，随机抽

取 80个行政村；其次，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从各样本行政村中随机抽取 2个村民小组；最后，对农户

收入水平进行分组，在各样本村民小组中随机抽取 10 户农户。实地调查抽取的总样本为 80 个行

政村中 160 个村民小组的 1600 户农户。其中，2017 年为基线调查，为尽量避免样本农户因农忙或

外出兼业不在家的情况，课题组选取临近春节的 1 月份进行一对一的入户访谈调查，共发放 1600
份农户问卷，回收 1590 份有效问卷，问卷回收率为 99.38%。课题组于 2018 年 1 月份针对上述样本

农户进行第一轮追踪调查，共回收 1463 份农户问卷。2019 年 1 月份再次开展第二轮追踪调查，共

回收 1396 份农户问卷（受居住地迁移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有 214 户样本未连续追访），为保证研

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剔除存在重要信息缺失的问卷，得到有效追访农户 1365户，问卷回收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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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7.7%①，本文将基于这 3年来的追踪数据展开研究。

2.变量设置

（1）被解释变量：政治信任水平。政治信任是指民众对政治体系、政府机构“如何运作”的规范性

期望和信心，表现为民众对于政治体系的基本评价与情感导向[41]。已有研究多通过询问民众对政府

的信任度来度量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8]。基于此，本文按照“政策颁布—政策执行”的逻辑，选取农户

对中央政府和村组织两个层面的政治信任感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行政组织体系看，虽然村组织在严

格的概念定义上不属于政府机构，但村组织作为确权政策的执行者，负责落实基层政府的政策实施

理念。所以，农户对村干部的政治信任水平能够直观地反映农户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6]。

①中央级政治信任②。农户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信任建构，主要通过中央政府发布的中央文件、国

家政策法规等信息来实现；依据已有研究[13]，从农户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角度衡量农户中央级政治

信任。

②村级政治信任③。政府代理人的职能表现是影响农户村级政治信任的关键因素，且农地确权

的实施主体为村组织。因此，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代理人对应为村干部。借鉴已有研究[7]，本文从

农户对村组织信任程度的角度衡量农户村级政治信任。

（2）核心解释变量：农地确权。参照已有研究[25]，根据农户所在村庄农地确权的政策实施情况度

量其是否完成农地确权。若村庄已完成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工作则视为村庄内农户已全

部完成农地确权工作，则对当期及之后所有年份均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 0④。需要说明的是，利用

村庄层面的农地确权实施情况判断农户是否完成农地确权，不仅能够避免农户由于记忆混淆造成的

测量误差问题，也更符合现实中以村为单位推进农地确权的情况。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39]，设置农户家庭特征、户主特征和村庄特征等三类控制变量：1）农

户家庭特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社会网络、外出务工比等；2）户主特征，包括年龄、教育水平、

政治面貌、是否担任村干部等；3）村庄特征，包括村到县城距离和村庄农地规模。所有变量含义和赋

值方法见表1。
3.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 1可知，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均值分别为 4.631、4.195，说明受访农户对两级政

府具有一定的信任度，而且，中央级政治信任明显高于村级政治信任。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是基本

一致的[42]。

从表 2 可知，确权组和未确权组受访农户中央级、村级政治信任分别为 4.676、4.414 和 4.587、
4.059，均值差异分别为 0.088和 0.354，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由此可得到初步判断：农地确权

实施前后，受访农户的政治信任水平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

4.模型设定

为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本研究利用村庄间实施农地确权的时间差异，构建广

义差分模型：

PoliticalTrustvit = αTitlingvt + βXvit + λi + μt + εvit （1）
其中，PoliticalTrustvit代表村庄 v的农户 i在 t期对中央级或村级政治信任。Titlingit是农户 i所在

村庄 v在 t期的农地确权情况。若在 t期村庄 v完成了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工作，则对 t期及

①    由于部分控制变量存在缺失，采用均值插补和近邻值插补进行了数值填充。

②    为避免农户无法从概念上区分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在询问中央级政治信任问项时，访员需说出引语“请问您对中

央政府，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及该层级领导人的信任度可以打多少分？请注意，您考虑的打分对象不包含省、市、县级政

府等行政机构或村委会这类自治组织。”

③    为避免农户无法从概念上区分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在询问村级政治信任问项时，访员需说出引语“请问您对村委

会以及村干部的信任度可以打多少分？请注意，您考虑的打分对象不包含中央、省市、县级政府等行政机构。”

④    此外，这也保证同村农户能够在同一时间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从而可以排除同村农户因证书发放时间不同，对其政治信

任产生差异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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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所有年份均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α
表示农地确权的政策效果。Xvit 表示村庄 v的农

户 i在 t期的控制变量。β表示控制变量对政治信

任的影响系数。λ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以消除农

户层面不随时变遗漏变量的影响。μt 是一种缓

解宏观因素干扰的时间固定效应。εvit是在村层面聚类的随机误差项，这解释了同一村庄农户间存在

的关联性。

此外，为检验农地确权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政治信任变化是否保持平行趋势，并评估农地确权

对政治信任的动态影响，构建如下模型：

PoliticalTrustvit =∑2
τ =-2,τ ≠-1 δτ × I ( t - Titlingyrsi = τ )× Treati + γXvit + λi + μt + εvit （2）

其中，Titlingyrsi是农户 i完成获得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颁证的年份。I (·)是指示函数，如果其满

足 t - Titlingyrsi = τ，则等于 1；反之，则为 0。Treati 表示农户 i是否被处理，如果在调查期间完成了

农地确权，则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τ是年份 t与Titlingyrsi 之间的时间跨度。由于每年都有农

户完成了农地确权，所以最多可以观察到完成农地确权前两期到后两期的情况，即 τ的取值范围为

-2，-1，0，1，2。其中，τ =-1被视为基期（在回归中省略）。δτ 是关注的系数。其他变量的定义方

法与模型（1）相同。

三、实证分析

1.基准模型结果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

表 3是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和（3）为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

初步估值结果，模型（2）和（4）为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结果。“中央级

政治信任”回归模型显示，“农地确权”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为正，且系数相似，表明农地

确权显著提升农户中央级政治信任水平。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中央政治信任

提升了 0.142个单位。“村级政治信任”回归模型显示，“农地确权”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为正，且系数相似，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户村级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严格控制的模型（4）

表1　变量赋值和基本统计量

变量

被解释变量

中央级政治信任

村级政治信任

控制变量

农户家庭特征

家庭规模

家庭收入

社会网络

外出务工比

户主特征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党员

是否担任村干部

村庄特征

村到县城距离

村庄农地规模

变量含义和赋值

农户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进行 5级赋值评价

农户对村组织的信任程度，从非常不信任到非常信任进行 5级赋值评价

农户家庭成员总人数

log（家庭收入+1）
逢年过节家中拜访的人和别人家相比：较少=1；差不多=2；较多=3
外出务工人数/家庭总人数

户主年龄

户主受教育年限

户主是否为党员：是=1；否=0
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1；否=0

村庄到县城是否耗时超过 1小时：是=1；否=0
村庄农地面积是否超过 500亩：是=1；否=0

均值

4.631
4.195

5.474
10.787
2.035
0.305

57.285
6.598
0.140
0.124

0.076
0.139

标准差

0.713
0.871

2.271
1.523
0.723
0.220

10.851
3.333
0.347
0.330

0.265
0.345

最小值

1
1

1
0
1
0

19
0
0
0

0
0

最大值

5
5

18
15.111

3
1

94
19
1
1

1
1

表2　农户政治信任均值的组间差异

变量

中央级政治信任

村级政治信任

确权组

4.676
4.414

未确权组

4.587
4.059

均值差异

0.088***

0.354***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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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结果可知，农地确权使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提升了 0.215个单位。可见，农地确权显著提升了

农户对两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这与肖唐镖等[39]关于惠农政策影响农户政治信任的研究结论具有

一致性。假说H1得到验证。

对比模型（2）和（4）可知，农地确权对农户村级政治信任的提升幅度更大，假说H2得到验证。这

一差异性的结论并不难理解。因为农地确权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仅负责政策的宏观把控，而村组

织需要负责政策的具体实施，随着政府代理人沟通技巧的提升以及实际工作绩效得到农户认可，农

户对政府代理人以及村组织原有的消极观念可能改变，从而更显著提升了村级政治信任水平。这种

“逆差序式”的政治信任提升有利于缩小农户村级政治信任与中央级政治信任的差距，改变政治信任

“央强地弱”的局面。上述农地确权对于“中央”“村级”政治效应的研究，既是对已有研究集中关注农

地确权经济影响研究的拓展，也是对相关公共政策福祉效应研究的学术延伸。

2.作用机制分析

依照前文理论分析的逻辑，借鉴江艇的方法[43]，实证检验“农地确权−产权权益保障−农户政治

信任提升”的作用机制，为准确表征产权权益保障的概念，从降低农户产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

活农地产权的收益所对应的赋权和强能两方面政策效果，刻画农户的产权权益保障程度。其中，赋

权从产权强度的角度选取指标，分别从地权稳定性（根据“您是否认为‘承包地 10年后还是我家的’”

进行衡量）、地权明晰性（根据“您家农地与相邻农地的划界标志是否被人为改变过”进行衡量）、地权

排他性（根据“村委是否会侵犯您家的农地产权”进行衡量）等 3个方面设置二值虚拟变量测度。强能

则从农户产权实施能力即农户的生产行为和交易行为两类地权权利配置情况角度分析，分别从使用

权配置自由度（根据“您家在农地使用、生产上会与其他村民发生矛盾吗”进行衡量）和交易权配置自

由度（根据“您家的农地是否会流转给外村经营主体”进行衡量）等两个方面设置二值虚拟变量测度。

表 4汇报了作用机制检验的结果。Panel A中，模型（1）“农地确权”变量系数为 18.8%，在 5%水

平上显著，意味着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产权稳定性认知提升了 18.8%。模型（2）“农地确权”变量系数为

4.5%，在 5% 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农地确权使农地划界标志被人为改变的几率下降了 4.5%。模型

（3）“农地确权”变量系数为 25.4%，在 1%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农地确权使村委侵犯农户农地产权的

概率下降25.4%。上述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增强了农户地权的稳定性、明晰性和排他性，即产权强度得

到提升。也就是说，农地确权有效降低了农户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Panel B中，模型（1）“农地确权”

变量系数为 4.3%，且在 1%水平上显著，即农地确权使农户在农地使用、生产上与其他村民发生矛盾

表3　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影响 N=4095

变量

农地确权

家庭规模

家庭收入

外出务工比

社会网络

年龄

受教育程度

是否党员

是否担任村干部

村到县城距离

村庄农地规模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中央级政治信任

（1）
0.194***（0.028）

未控制

未控制

0.012

（2）
0.142***（0.043）
-0.022*（0.013）
-0.013（0.011）

0.058（0.100）
-0.002（0.025）

0.004（0.003）
0.007（0.006）
0.032（0.085）
0.014（0.062）

-0.032（0.127）
-0.139**（0.057）

控制

控制

0.047

村级政治信任

（3）
0.346***（0.028）

未控制

未控制

0.049

（4）
0.215***（0.053）

-0.027**（0.013）
0.000（0.013）

-0.039（0.076）
-0.021（0.025）
-0.000（0.003）
-0.001（0.007）
-0.052（0.098）

0.087（0.074）
-0.039（0.076）
-0.047（0.049）

控制

控制

0.067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村层面聚类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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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率降低了 4.3%。模型（2）“农地确权”变量系数为 12.8%，且在 1%水平上显著，即农地确权使农

户将农地自由流转给外村经营主体的概率提升了 12.8%。这两个模型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强化了

农户的产权实施能力，提高了其对地权配置的自由度。这也意味着农地确权能帮助农户提升盘活农

地产权的收益。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一致，农地确权会通过强化农户产权权益保障，即降低

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的途径，影响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由此，假说 H3得到

验证。

3.进一步讨论：确权程序规范性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

写在纸上的政策与实际执行的政策通常并非完全一致。确权政策执行程序的规范性表达了地

权收益分配的规则、途径和过程的正当性。这说明，同样是农地确权，但由于政策执行的规范程度不

同，可能会产生政治信任水平的异质性影响。因此有必要讨论确权政策实施的规范度如何影响农户

的政治信任水平。本文从“政策普及”“填写登记表”“现场指认”3个环节考察确权程序执行的规范

度。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上述 3个环节都需要农户直接参与，且调查访谈中发现，这 3个环节是农

户提及较多且重视的环节。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农地确权×政府是否清晰解释过农

地确权”“农地确权×填写登记表”以及“农地确权份×现场指认”的交互项，考察农地确权程序执行

的规范度对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的影响。

表 5中两组回归结果表明，3个交互项在模型（4）~（6）中的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

在模型（1）~（3）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确权程序执行的规范程度越高，越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

信任水平，但并不影响中央级政治信任水平。究其原因，可能是规范的确权执行程序满足了农户在

政策实施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这能够从感知层面强化农地确权在产权强度和产权实施能力上

发挥的权益保障效用，进而有益于增强确权政策的政治信任影响效应。因此，确权程序执行得越规

范，即农户按照规定参与确权程序，越有利于提升农户政治信任。

确权程序的规范性，不仅可以通过确权程序的参与情况测度，还可以利用农户对确权政策实施

质量的评价反馈来刻画。因此，针对上述结论进行一组相应的反事实检验。基于数据可得性，利用

2019年的追踪调查中增加的两个问项，即农户对农地确权结果的公平性和确权程序是否公开问题的

表4　作用机制分析

变量

农地确权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变量

农地确权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Panel A：赋权：产权强度

（1）稳定性承包地10年后还是我家的

0.188**（0.082）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72

Panel B：强能：产权实施能力

（1）农地使用权配置自由度

-0.043***（0.014）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11

（2）明晰性地界是否被人为改变

-0.045**（0.022）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27

（2）流转交易权配置自由度

0.128***（0.044）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231

（3）排他性村委是否侵犯产权

-0.254***（0.053）
控制

控制

控制

2730
0.171

注：排他性的问项仅在2017和2018年的调查问卷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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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①，设置“农地确权×确权结果的公平性”和“农地确权×确权程序的公开性”的交互项，展开验证

分析（详见表 6）。结果显示，交互项在模型（3）和（4）中的系数分别在 1%和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而在模型（1）和（2）中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确权结果越公平，确权程序越公开，越有利于农地确

权提升农户的村级政治信任水平。由此进一步印证了农地确权政策实施规范性对于农户村级政治

信任水平影响的重要性。

四、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分析

DID模型估计结果有效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指如果没有政策冲击，确

权组和未确权组间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不会随时间而发生系统性差异。借助模型（2）考察农地确

权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农户两级政治信任是否满足平行趋势，以及农地确权的政治信任影响是否

存在动态效应。表 7为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2）分别报告了农地确权对

农户中央级和村级政治信任的回归估计。在两个模型中，“-2期×农地确权”变量系数分别为 0.055
和-0.023，均不具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确权政策开始实施之前的两个时期，处理组和对照组间的

中央级和村级政治信任都没有显著差异，即基准回归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计量结果是有效的。

进一步地，借助“0期×农地确权”“1期×农地确权”和“2期×农地确权”变量的变化情况来考察

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是否存在动态效应。模型（1）中，仅“0期×农地确权”的系数显著为

正。这表明农地确权仅在实施当期对农户中央级政治信任产生有效的提升作用，不存在动态效应。

模型（2）中，“0期×农地确权”“1期×农地确权”和“2期×农地确权”三个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且数

值呈现出递增趋势。这意味着确权政策年份的增加，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村级政治信任水平上的差异

不断扩大，即农地确权对农户村级政治信任的影响存在动态效应。也就是说，确权后农户对村级政

①    “确权结果的公平性”变量构造方式如下：“总体而言，您觉得本次农地确权是否是公平的？”（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进行 1−
5级赋值评价）；“确权程序的公开性”变量构造方式如下：“您觉得确权中每轮程序是否是公开公正的？”（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

意，进行1−5级赋值评价）。

表6　农地确权规范性影响的反事实检验 N=4095

变量

农地确权×确权结果的公平性

农地确权×确权程序的公开性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中央级政治信任

（1）
0.053（0.035）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9

（2）

0.006（0.047）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9

村级政治信任

（3）
0.081***（0.031）

控制

控制

控制

0.070

（4）

0.083**（0.039）
控制

控制

控制

0.069

表5　农地确权规范性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响

变量

农地确权×政府是否清晰解释农地确权

农地确权×填写登记表

农地确权×现场指认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中央级政治信任

（1）
0.113（0.093）

控制

控制

控制

2730
0.038

（2）

0.137（0.128）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48

（3）

0.046（0.104）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48

村级政治信任

（4）
0.225***（0.094）

控制

控制

控制

2730
0.080

（5）

0.342***（0.107）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71

（6）

0.311***（0.102）
控制

控制

控制

4095
0.079

注：政府是否清晰解释农地确权的问项仅在 2017和2018年的调查问卷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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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信任评分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提高。

上述结果也再次验证了基准模型中，农地确权引

发的“逆差序式”信任格局变化。

2.随机性问题讨论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很大

程度依赖于农地确权是否满足随机性原则。一

方面是农户不会因为村庄即将实施农地确权而

进行选择性地迁移；另一方面是政府不会将农户

政治信任特征作为是否实施农地确权的判定依

据。前者的干扰因素很容易排除，因为农户的农

地承包权基于集体成员权，农户只能通过婚嫁或

新生小孩方式获取，否则，即使迁移也无法获得

该村的承包地，因此，农户不会因为农地确权而

发生迁移。政府实施政策的随机性则对本文构

成挑战。为排除这一问题的干扰，本文参照De 
Janvry 等的研究[27]，以“2017 年确权情况”（“确

权”赋值为 1，“未确权”赋值为 0）为被解释变

量，以实施农地确权前（2016年）“中央级政治信

任”和“村级政治信任”为核心解释变量，检验确权前的农户政治信任是否会对其获得确权证书产生

影响。表 8结果表明，农地是否确权与农户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之间无关联，满足随机性

假设条件。

为进一步检验随机性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参照已有研究[44]，将样本的农地确权情况进行随机重新

分配，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包括 3个步骤：首先，根据实际颁发农村农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规律随

机生成“伪农地确权”变量。变量构造方法如下：基于历年完成确权的村庄数量（3年完成确权的村庄

分别为 3个、48个和 86个），以逐年“不放回”的方式对全部 160个村庄进行随机抽样，构建“伪农地确

权”变量。其次，将“伪农地确权”变量放入基准模型替代原农地确权变量进行回归，并记录估计系

数。最后，将上述步骤重复 2000次，绘制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图。图 1中Panel A和Panel B分

别显示了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的安慰剂检验结果。由两图结果可知，估计系数的概率密

度分布基本集中在 0的左右。这表明，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的估计系数平均值非常接近

于 0（与真实值相比）。这不仅验证了随机性检验的可靠性，而且说明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的影

响并非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引起，基准结果是稳健的。

3.潜在遗漏变量

虽然，在基准模型中已尽可能地将潜在影响因素纳入控制变量。但不可否认的是，模型仍可能

表7　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N=4095

变量

-2期×农地确权

0期×农地确权

1期×农地确权

2期×农地确权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中央级政治信任

（1）
0.055（0.073）

0.121**（0.058）
0.037（0.090）
0.132（0.148）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9

村级政治信任

（2）
-0.023（0.074）
0.228***（0.062）
0.224**（0.119）
0.637***（0.213）

控制

控制

控制

0.072

表8　随机性检验 N=1365

变量

中央级政治信任

村级政治信任

控制变量

村固定效应

是否确权

（1）
-0.008（0.016）

控制

控制

（2）

-0.007（0.012）
控制

控制

图 1 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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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了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进而影响结果的准确性。除农地确权外，其他公共政策也同

样可能影响农户政治信任。依据实施方式可将这些政策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根据规划自上而下

主动推行的政策；另一类是农户根据需求自行选择（购买）的政策。已有研究表明，这两类政策均可

能对农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6,8]。若考虑了这些政策，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的因果关系是否存

在，值得进一步验证。基于数据可得性，将阳山数据库中包含的上述两类政策（农地征收、农地整合

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①，纳入基准模型。

表 9为控制同期政策冲击的估计结果，模型（1）为中央级政治信任的结果，“农地确权”变量的系

数为 0.147，在 5%水平上显著；模型（2）为村级政治信任的结果，“农地确权”变量的系数为 0.245，在
1% 水平上显著。综合两个模型结果可知，考虑

同期发生的其他政策后，农地确权对农户的中央

级和村级政治信任依旧产生显著影响，且影响系

数与基准回归相似②。这也证明在考虑潜在遗漏

变量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4.替换被解释变量

除政治信任外，信任还可表现为人际信任的

形式[45]，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为特殊信任和一般信

任[46]。本文中，政治信任是通过主观认知评分的

方式刻画。结合信任类型多样化的特征，这可能

存在测量误差，即农户可能将多种信任类型混

淆，导致回归结果反映的并非确权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为排除这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农地确

权对问卷中收录的其他信任变量进行回归。表 10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任意一个非政治信任变量的

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从侧面验证了农地确权和政治信任之间因果关系的稳健性。

5.替换计量模型

基准DID模型默认样本个体满足同质性处理效应的假定。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实际上样本个体

往往具有不同的处理效应。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 Fuzzy-DID模型估计在异质性处理效应下

样本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47]。表 11 结果中

W_TC 估计值分别为 0.047 和 0.081，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虽然无法识别整个样

本的异质性平均处理效应，但对于处理状态改变

①    “农地征收”和“农地整合”分别根据村庄问卷中，村庄征地面积和村庄是否有进行农地并块调整判断。前者赋值方式为：若征地

面积大于 0，则视为发生了征收，赋值为 1；反之，则赋值为 0。后者赋值方式为：若村庄进行了农地并块调整，则赋值为 1；反之，

则赋值为 0。“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据农户问卷中，户主是否购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判断，若购买，则赋值为1；反之，则

赋值为0。
②    需要说明的是，除上述两类可能同期发生的政策外，为进一步排除实施农地确权期间，样本区域农户受其他政策或事件的影响。

收集整理了课题组三次实地调研的访谈资料以及农地确权实施期间阳山县人民政府公开的所有政务信息，但并未发现其他可

能影响农户政治信任的并发政策和事件。

表9　添加潜在遗漏变量 N=4095

变量

农地确权

农地征收

农地整合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中央级政治信任

（1）
0.147**（0.057）
0.048（0.072）
0.005（0.048）
0.088（0.109）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7

村级政治信任

（2）
0.245***（0.043）
-0.104*（0.058）

0.012（0.056）
-0.120（0.109）

控制

控制

控制

0.073

表10　替换被解释变量 N=4095
变量

农地确权

控制变量

个体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

亲戚信任

-0.070（0.055）
控制

控制

控制

0.855

朋友信任

-0.063（0.058）
控制

控制

控制

0.008

本村农户信任

-0.079（0.061）
控制

控制

控制

0.046

陌生人信任

-0.003（0.046）
控制

控制

控制

0.412

表11　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N=4095
变量

W_TC

中央级政治信任

0.047***（0.018）
村级政治信任

0.081***（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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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样本而言，样本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和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 0.047和 0.081个单位。因此，政

策影响效应在“个体异质”假设条件下依然成立。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户的政治信任水平是稳定乡村社会结构的关键要素，更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微观基础。分

析农地确权的政治信任水平效应，有利于帮助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民心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文阐

述了农地确权对农户政治信任影响的理论机理，利用广东省阳山县“村庄−农户”农地确权的 3年追

踪调查数据，应用广义DID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确权是否影响、如何影响农户政治信任水平。结果

表明：农地确权使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任、村级政治信任分别提升 0.142个单位和 0.215个单位。上

述结果在考虑平行趋势、样本随机性、控制潜在遗漏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更换计量模型后依然稳

健。机制分析表明，农地确权通过降低地权权益的保护成本、提升盘活农地产权收益两条途径对农

户政治信任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地确权执行规范程度越高，不影响农户的中央级政治信

任，但会显著提升其村级政治信任水平。

由此得到政策启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制度的改革完善提升农户的政治信任水平。而且，在评

价农地确权的影响效应时，不仅要看到政策在经济层面的影响，而且也应看到其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注意到农地确权在提升农户政治信任、强化乡村治理建设等方面所释放的社会价值。本文的研究发

现进一步从农地确权所释放的政治信任水平提升角度，为中国实施“颁铁证，确实权”的农地确权制

度创新实践探索，提供了新证据，这有利于全面客观评价农地确权的影响效应。本文还发现，全面释

放农地确权的政治信任提升效应，应强调确权政策执行的规范性。为保障程序得到规范执行，政府

代理人要重视与农户的信息交换，使双方之间形成对称、完全的信息获取关系，确保农户了解政府的

行政动机。也要在政策落实时确保农户按照政策执行要求参与其中，维护农户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由此，方能强化农户对农地确权制度绩效的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户政治信任水平。

本研究的调查样本集中在一个县域内，这使得对照组、控制组农户面临更为相似的自然、社会和

经济环境，有助于减弱其他因素的干扰。但这无疑也会使得本文的实证结论面临一般性的挑战。从

这个角度而言，后续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调查区域，通过增加样本的普遍性和多样性，提升研究结论

的普适性。此外，农地确权对于政治信任水平提升，究竟会对村庄集体行动、乡村治理有效性等产

生何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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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期 陈 卓 等：农地确权与农户政治信任：基于中央和基层组织的分析

Land Titling and Political Trust of Farmers：An Analysis Based on 
Central 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CHEN Zhuo，HU Xinyan，CHEN Xiangpo

Abstract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have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the aca‐
demia，but few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land titling. Based on three-period panel 
data，we use a generalized DID model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land titling on political trust among farm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nd titling has increased the political trust of farmers at the central level by 0.142 
units and at the village level by 0.215 units. Such results remain robust after accounting for parallel 
trends，sample randomisation，controlling for potential omitted variables，substituting explanatory vari‐
ables，and replacing the econometric model.The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land titling affects the 
political trust of farmers by reducing the protection cost of land rights and increasing the income from 
land property rights.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a higher degree of standardis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 titling does not affect political trust of farmers at the central level，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level of their political trust at the village level.It is thus argued that land titling， in addition to generating 
economic effects，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vest in the political trust of farmers.

Key words public policy；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land titling； title security； political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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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涉农经期刊主编论坛召开

[本刊讯] 2023 年 12 月 14 日，全国涉农经期刊主编论坛在三峡大学召开。论坛主题为“中

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视域下的农业经济学重构与涉农经期刊的使命与行动”。《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农业技术经济》《中国土地科学》，国内主要农业高校社科学

报，《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京社会科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等近 20 家涉农经期刊主编，以及华中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三峡大学相关单位负

责人和师生代表出席了论坛。

华中农大期刊中心主任、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范敬群主持了论坛。三峡大学党委书

记何伟军，华中农业大学副校长、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青平和湖北省期刊协会高校文科学报

专委会主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主编付海晏教授先后致辞。与会专家和主

编围绕主题，深入探讨了新时代涉农经期刊的发展方向，达成了 3 点共识：一是办刊方向要突出

中国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求，彰显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文化自信，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二是要坚持内容为王，要做到学理性和思想性统一；三是要加强交流沟通合作，

打造涉农经期刊学术共同体。

本次论坛由华中农业大学主办，华中农业大学期刊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三峡大学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院、三峡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等单位共同承办。期间，与会专家调研了秭归县乡村振兴示范点、数字乡村建设与新业态

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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